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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 《明夷待访录》是否受到晚明传入的
西学的影响？这是一个从来也没有人探讨过的问

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确实有很大的难度，一
是晚明西方传教士宣传的西学中究竟有哪些政治哲

学的内容，长期以来并不十分清楚，也很少有人关

注这方面的文献发掘；二是黄宗羲本人并没有说他

究竟读过哪些介绍西方政治哲学的文献，而如果没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读过这些文献的话，那么所谓

“影响研究”也就只是凭空猜测而已。
晚明传教士宣传的西学中有哪些政治哲学内容

的问题，如今已有眉目。2009年台北利氏学社影印
出版的 《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首列
“无名氏” 《治政源本》、 《民治西学》、 《王宜温
和》、 《王政须臣》四本书，这是晚明系统介绍西
方政体和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著作，我将其合称为

“西学治平四书”；将这四本书引证的西方学者的格
言与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的 《达道纪言》对勘，可
知此四本书皆为高一志所撰。此外，利玛窦 《天主
实义》亦有论及西方政体和治政理念的内容，其
《交友论》和卫匡国的 《逑友篇》也与政治哲学关
于 “平等”或 “正义”的根本理念相关。
黄宗羲虽没有说他读过哪些西学著作，但大量

证据表明他是一个热烈追求新知识的人。晚明读书

人与传教士交往和阅读西学书籍已成时代风气，黄

宗羲的挚友方以智、患难之交魏学濂、同学张能信
以及他极为崇敬的友人瞿式耜都从传教士问学。从
崇祯三年至十四年 （1630—1641），黄宗羲数度寓
居南京，将其宗兄黄居中千顷堂藏书翻阅殆遍，其

中即有 《天主实义》等书。崇祯十五年 （1642），
在京与汤若望结交，向其学习西学知识。后来，他
又阅读了钱谦益绛云楼藏书和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

（其中亦多西学书籍）。其著作中提及传教士毕方济
和汤若望，更多有论及西学之处。如此等等，皆使
关于黄宗羲的思想受西学影响的论说不再流于悬空

揣测①。
遗憾的是，无论是千顷堂书目，还是绛云楼和

澹生堂书目，都没有高一志的 “西学治平四书”，
这是否意味着黄宗羲没有读过这些书呢？也不尽

然。黄宗羲号称 “于书无所不窥”，在没有直接证
据的情况下，还可以求助于间接的证据。判断黄宗
羲 《明夷待访录》受 《天主实义》影响的主要证
据，是其 “公是非于学校”的制度设计与 《天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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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讲的西方政体和治政理念的内容要点可以逐条
对应 （详见下文）；同样，判断他受到 “西学治平
四书”等文献的影响，也可以从 《明夷待访录》与
“西学治平四书”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来证明。

一、关于自然法学说和法治理论

高一志将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学说和法治

理论带到了中国，如果将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所
阐述的法治理论的要点与高一志的论述加以对比，

就可以看出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黄宗羲并不是
照搬照抄，而是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1. 关于法治学说的逻辑前提———对本然的人性
和人的自然权利的肯认。
从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权利来论证国家的起源

和政治的正义，是萌生于古希腊的西方自然法学说

的一条主要的思想进路。高一志在论 “王权由何而
生存”时复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与国家起源之
关系的观点，他写道： “盖夫人性原自私爱 （指人
的自爱本性———引注），乃无不好自从自适，岂有
甘臣而从他人之命耶？即始明视他人之才能功德绝

超于众，而因自足庇保下民者，即不待強而自甘服

从，以致成君臣之伦也。”②他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地

认为，最初的君主都是有功德于民众、能够满足人
们保护其切身利益之愿望的人。高一志还强调，
“义者，正谓王政之质也，……义王分定各品各势
自所宜得之分者，则始相和相群矣”③。所谓 “义
王分定各品各势自所宜得之分者”，即柏拉图从契
约的平等关系引申出的 “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
其分的报答”④。正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
其根源即深藏于 “原自私爱”的本然的人性之中。
黄宗羲论国家起源和对专制政治的批判遵循的正是

这一思路。
《明夷待访录》一开始就指出： “有生之初，

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

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
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

天下释其害。”⑤这里所谓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
人各自利”，是指各自追求其私人利益的本然人性
或亚里士多德所谓 “人的自爱的本性”，而不是指
“超过限度的私意”的自私自利；所谓 “天下有公
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是指人类的
自然状态；所谓 “有人者出”云云，是指那些有功
德于民众、能够为天下兴利除害、因而受到民众拥
戴的最初的君王。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需要拥戴

一个君主，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切身利益得到保护；

只有 “不以一己之利为利”、 “不以一己之害为
害”，而能 “使天下受其利”、 “使天下释其害”的
人，才配受到人民的拥戴。在黄宗羲看来，普通的
老百姓是可以按照其本然的人性去追求其私人利益

的 （即所谓 “各得自私，各得自利”），但君王却不
可以 “自私”、 “自利”，这才是建立国家的本意。
立足于上述观点，黄宗羲展开了对专制政治的

批判。他说：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
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

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

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是以其未
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

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
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

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
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
之道固如是乎!”⑥他所讲的 “设君之道”，是为天
下兴利除害以保障人们 “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
自然权利，而他之所以大声疾呼 “为天下之大害
者，君而已矣”，就在于后世君主使天下之人 “不
敢自私、不敢自利”，违背了设君的本意。
从以上观点出发，黄宗羲展开了对专制主义意

识形态的批判。他说： “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
视之如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
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
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
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
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⑦所谓

“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批评
的是二程和朱熹。二程宣称： “父子君臣，天下之
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⑧朱熹亦说： “三纲之
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

间。”⑨“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则
是对苏轼的批评： “苏子曰：……伯夷、叔齐之于
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

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⑩

黄宗羲认为帝王以天下为一己之私产，是导致

中国历史上为争夺帝王之位而祸乱不绝的根源。他
指出，历代帝王总想把天下作为一己之私产传之万

世，然而， “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
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

矣。……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
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
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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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而不闻也”輥輯訛。这里对以天下为私产之观念的批
判，不仅是针对帝王的，也是针对儒者的。宋儒程
颐就明确地说： “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滨，莫
非王臣，在下者何敢专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

众，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輥輰訛在黄宗羲看

来，儒者为维护皇权的独占性， “欲以如父如天之
空名禁人之窥伺”，而替专制权力制造灵光圈，同
样是 “不明乎为君之职分”。黄宗羲对宋儒的批评，
是明清之际政治哲学之突破的一个重要表现。
黄宗羲以 “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自然人性

来解释国家的起源，以保障 “各得自私，各得自
利”为天下之大公，这一思路与高一志的论述明显
是相同的。

2. 主张以 “天下之法”代替并无合法性的 “一
家之法”。
以体现自然正义的自然法来反对专制政治的非

法之法，强调 “恶法非法”，是西方自然法学说的
一个显著特征。如古罗马哲人西塞罗所说： “当那
些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声明，给人民制定有害的、不
公正的法规的人立法时，他们什么都可以制定，只

不过不是法律。”輥輱訛高一志亦强调，君王不能任意制

定法律而必须服从自然法，立法应该体现 “上下尊
卑所均而无异”輥輲訛的平等精神；君王作为一个个人，

“弗能以人所欲定其可不可之规”輥輳訛。黄宗羲对专制
法制的批判也是遵循的这一思路。
第一，他看到了专制政治的本质是特权人治，

其所谓 “法”是特权者所制定、并为维护特权者的
利益服务的。他说：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
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之未然

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

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
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

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

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輥輴訛 这段话有两层含

义：其一，为维护家天下的特殊利益而制定的法律

是 “一家之法”，而非 “天下之法”；其二，一家之
法无一毫为天下之心，因而也就不是法律。
第二，他进而指出，一家之法既然不能叫做法

律，而又冠以法律的名号，就只能说是 “非法之
法”。他说：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
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

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
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

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

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

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

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所谓非法之法也。”輥輵訛他认为专制法制的 “非法之
法”的特点，就在于防民之术特别发达和严密；帝
王以天下臣民为敌，没有人不被怀疑，也没有人不

被提防。王夫之所谓 “以一人疑天下”，就是说的
这种情形。梁启超亦曾悲愤地指出： “我国万事不
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

也。”輥輶訛

第三，他驳斥了儒者之所谓 “一代有一代之
法，子孙以法祖为孝”的观点，指出无论是前代帝
王的建立法制，还是后世帝王的破坏法制，本质上

都是 “不胜其利欲之私”的表现。他说： “论者谓
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
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

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

非害天下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
之余名，此俗儒之剿说也。”輥輷訛他认为，人们只是指

责后世帝王为了一己之私欲破坏法制，殊不知这法

制本来就是前代帝王为了一己之私欲而建立的；人

们只是指责后世帝王破坏法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

害，却没有看到其法制的创建本身就是害天下的；

对于这种法律的 “小小更革”并不能解决问题，只
能导致 “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而应该 “为之远
思深览，一一通变”，代之以保障每一个人 “各得
自私，各得自利”之权利的 “天下之法”。
黄宗羲以 “天下之法”反对 “一家之法”，痛

斥专制法制为 “非法之法”，与西方自然法学说的
特征何其相似乃尔！

3. 强调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高一志鲜明地阐述了 “律尊上乎王”的法治观

念，提出了 “王而不遵法度则非义，非义则非王”輦輮訛

的观点，驳斥了君王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谬论。他
说： “古来奸佞之臣媚谀其君奉纵其欲，即 （激）
扬王权，而每云： ‘律固由于王命乃始得力，始可
行也，则独王躬不应服属其所制律而惟所欲，是可

为也。’谬哉！殆哉！……王所可以为者，惟律所
容为者也；乃律所不容，王亦不可为也。盖律尊上
乎王故也。”輦輯訛

黄宗羲亦对传统儒家主张的 “有治人而无治
法”的观点作了严正驳斥，鲜明地提出了 “有治法
而后有治人”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学说。他
说： “论者谓有治人而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
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
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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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
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
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
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輦輰訛 这从根本上来

说，是对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
理论的突破，因为他意识到制度比千百万个道德讲

演的课堂更根本、更重要，只有好的制度，才能使
好人有所作为，坏人不能作恶；只有以法律来制约

君主和官员们的行为，才能避免特权人治给社会带

来的危害。黄宗羲之所以能够提出 “有治法而后有
治人”这一前无古人的命题，或许正是由于受到高
一志宣传的西方法治理论启迪的缘故。
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虽然以后世之君为 “天
下之大害”，但他并没有否定君主政体，这或许也
与传教士宣扬的西方政体理论有关。亚里士多德认
为，有三种合乎正义的政体形式，即君主政体、贵
族政体、共和政体，其特点是都能照顾到全体人民
的利益；与此相反，从君主政体蜕变而来的僭主政

体或专制政体则是以僭主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因而

是非正义的政体形式。高一志的 《治政源本》将这
一理论带到中国，他把合乎正义的三种政体形式译

为 “帝王之政”、 “贤者之政”、 “民众之政”；把
僭主政体或专制政体译为 “霸政”，并指出 “霸政
非正”，即非正义的政体形式輦輱訛；在三种政体形式
中，他认为君主政体优于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这

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哲人的共识。亚里士多德肯
定君主政体而否定专制政体，是其国家起源论 （肯

定最初的君主有功德于民众）的合乎逻辑的推导；

同样，黄宗羲推崇古之 “设君之道”而否定后世之
君，也与其国家起源论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二、关于学校议政、 “公是非于学校”
的制度设计

在 《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应 “中士” （中国
士人）的请求，介绍了西方的政教风俗。据利玛窦
《中国札记》记载： “中国人听到天主教会承认有
甚至比皇帝更高的、在宗教事务上有最后裁决权的
权威时，十分感兴趣。”輦輲訛《天主实义》更记载了中
士对这一体制的由衷赞美： “中士曰：择贤以君
国，布士以训民，尚德之国也，美哉风矣！”輦輳訛在这

里，教皇由教士大会选举产生、教权高于王权的制
度被中国学者概括为 “择贤以君国”，世俗政权的
统治者与民众一起聆听教士布道的礼拜制度被概括

为 “布士以训民” （统治者与民众都是上帝的子

民———引注）。
西方国家以教会来制约君权，教会并不行使行

政职能，但却具有 “颁教谕世”的最高权力；而黄
宗羲则试图通过提升学校的地位来制约君权，其

《明夷待访录》中的 《学校》一文，开宗明义地论
述了学校的宗旨：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
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

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
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

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
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

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

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輦輴訛这段论述有三层意

思：其一，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有更

重要的职能，即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
其二，学校不同于古代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辟
雍，它并不承担行政职能；其三，通过学校议政，

造就普遍的民主氛围，可以达到 “天子亦遂不敢自
为非是而公是非于学校”的作用。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制度上保证 “必使
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能够落到实处。黄宗羲深
感现实的学校离这种要求实在是太远了，他说：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
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簿书、
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而其所谓
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

一变其本领；……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于
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

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不
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

与？”輦輵訛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学校真正能够行使其决

定国是的职能，又谈何容易？其关键中的关键，是

要重新厘定君主和整个官僚系统与学校的关系，明

确行政权限，并使学校权力具有政治上和伦理上的

合法性。黄宗羲关于 “公是非于学校”的制度设
计，恰好与利玛窦 《天主实义》讲的基督教会的功
能和作用可以逐条对应。

1. 利玛窦讲国王和官员皆为教皇之 “臣子”，
黄宗羲论皇帝和官员皆为学校之 “弟子”，此二者
大致相同。
从 “大义名分”上规定君主和整个官僚系统与

学校的关系，这在素重名分的中国是解决一切政治

问题、特别是权力制衡问题的关键，这就是孔子所
说的 “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的道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利玛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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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是具有启发性的。其 《天主实义》说： “吾大
西诸国，且可谓以学道为本业者也，故虽各国之君

皆务存道正传，又立有最尊位，曰教化皇，……余
国之君臣，皆臣子服之。”制度规定了世俗政权的
统治者在教皇面前的臣子地位，他们与民众一样都

要参加教会的礼拜活动，聆听教士布道： “（教皇）
躬所不能及，则委材全德盛之人，代诲牧于列国

焉。列国之人，每七日一罢市，禁止百工，不拘男
女尊卑，皆聚于圣殿，谒礼拜祭，以听谈道解经者

终日……。”輦輶訛

与此相应，黄宗羲也从名分上规定了君主与百

官皆为学校之 “弟子”，他们必须以 “弟子”的身
份到学校去聆听太学祭酒 （大学校长）的训诲。中
央设太学， “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
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
列”。郡县设学宫， “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
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

子各以疑义相质难”。郡县学官与朝廷任命的提督
学政的官员无上下级关系， “（朝廷）择名儒以提
督学政；然学官不隶属于提学，以其学行名辈相师

友也”輦輷訛。这就从体制上规定了郡县学校的独立性。
从 “大义名分”上规定君主和百官皆为学校之

“弟子”，是受教育者，这对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是
具有颠覆性的。传统儒家也想做 “帝王师”，但从
来也不敢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挑战皇权的至上性；不

但不敢，而且还反过来极力论证 “王与天同大”。
如宋儒程颐讲述的所谓 “《春秋》大义”即是如此，
其说云： “书 ‘春王正月’，示人君当上奉天时，
下承王政。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人道立矣。”輧輮訛

皇权 “与天同大”的至上性被看作是其所谓 “人
道”之根本。明乎此，对黄宗羲的思想突破的意义
会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2. 利玛窦论教皇由教士大会选举产生，黄宗羲
主张太学祭酒和郡县学官皆由选举产生，此二者亦

可相互对应。
这是一个关系教会权力和学校权力的合法性和

独立性的重大问题。西方人早就意识到权力的合法
性来自选票的道理，如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就
讲到了希腊人的民选君主制，中世纪的教皇也是由

教士大会选举产生的。利玛窦 《天主实义》说：
“（教皇）不婚配，故无有袭嗣，惟择贤而立。既无
私家，则惟公是务，既无子，则惟以兆民为子，是

故迪人于道，惟此殚力。”輧輯訛这里所谓 “择贤而立”，
即利玛窦 《中国札记》所讲的 “开会选出”。利玛
窦告诉中国学者，教皇 “这一权威不由任何个人来

继承，而是由有学识的、慎重的、虔诚的教士们共
同开会选出一个从小出家侍奉上帝、宣誓守贞的人
来担任”輧輰訛。
与此相应，黄宗羲主张太学祭酒和郡县学官皆

由选举产生。 “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
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 “推择”与 “选除”
不同， “选除”是自上而下的任命， “推择”则是
自下而上的推举或选举。郡县学官的产生也是如
此：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
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
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
起而易之，曰： ‘是不可以为吾师也。’” “其或僻
郡下县，学官不能骤得名儒，而郡县官之学行过之

者，则朔望之会，郡县官南面讲学可也。若郡县官
少年无实学，妄自压老儒而上之者，则士子哗而退

之。”輧輱訛士子们有选举学官的权利，亦有罢免学官的

权利，这比利玛窦讲教皇由教士选举产生而各国主

教则由教皇任命，又前进了一步。
太学祭酒和郡县学官皆由选举产生，其权力的

合法性是由士人阶层所赋予，而不是由以皇帝为首

的行政官僚系统所赋予，这就使学校权力成为独立

于 “君主—官僚系统”之外的另一种权力，使学校
独立地行使其制约 “君主—官僚系统”的权力有了
一定的制度保障。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制度设计。

3. 利玛窦论教权高于王权，黄宗羲主张 “公是
非于学校”、从而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
此二者的内在精神亦是相通的。
利玛窦 《天主实义》说： “教化皇，专以继天

主，颁教谕世为己职。”輧輲訛教皇在宗教事务上有最后

裁决权，各国君主作为教皇的臣子必须服从其训

谕。他在 《中国札记》中记叙了中国学者对这一制
度的反应，说： “中国人最感到惊奇的是，教宗的地
位高于所有的君主。”輧輳訛晚明东林党人提出了 “以众
论定国是”的政治主张，但还没有对此提出制度性
的诉求。将这一主张落实到制度的设计上，是由黄
宗羲完成的。
在黄宗羲笔下，学校起着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

作用，所谓 “公是非于学校”， “必使治天下之具
皆出于学校”，就是要使学校成为上至中央、下至
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央， “天子……不敢自
为非是而公是非于学校”，太学祭酒可以以老师的
身份对君主提出批评， “政有缺失，祭酒直言不
讳”；在地方，学校亦具有监督郡县行政的权力，
“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輧輴訛。

38



2012.12

利玛窦讲教皇的作用在于 “颁教谕世”，而黄宗羲
则讲学校要决定大政方针，还要监督行政权力的行

使，这比利玛窦的说法似乎更进了一步。在素重教
化的中国，颁教谕世无疑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 “治天下之具”又不局限于颁教谕世，更在
于对 “政有缺失”的随时匡正，因此，与西方的基
督教会所发挥的权力制衡作用相比，黄宗羲所讲的

学校的功能更具有对君权和整个行政官僚系统的权

力加以约束的作用。
黄宗羲还驳斥了以学校议政为 “衰世之事”的
谬说。他热烈讴歌了中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如东
汉太学生的清议、宋代太学生伏阙上书、明代东林
书院将讲学与评议时政相结合等等，认为纠绳政治

乃是学者的本分。他说：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
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

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
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

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
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

陈、欧 （指北宋太学生领袖陈东、欧阳彻，此二人
在南宋初年被杀害———引注），正坐破坏学校所致，
而反咎学校之人乎!”輧輵訛他认为，如果历史上的统治

者不镇压学生运动，不用各种卑劣的手段把学校变

成势利纷争的场所，而是以学校来决定国是，倾听

学校发出的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呼声，以学校之是非

为是非，是决不会闹到亡国的地步的。
当然，在晚明西学东渐以前，传统儒家的政治

哲学中也有 “从道不从君”之说，有 “正君心”、
“格君心之非”的说法，试图对君权有所制约，但
“君为臣纲”的最高政治信条，使得历史上任何一
个儒家学者都没有、也不可能把对君权的制约真正
制度化，没有、也不可能设想出以学校与君主分
权、以学校议政来决定国是、并以此来制约君主权
力的分权制衡制度。非但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却反
而在所谓 “君臣之义”的名义下宣称 “臣子无说君
父不是底道理”輧輶訛，提醒皇帝要时刻警惕、防止大
权旁落，说什么 “君臣之际，权不可略重，才重则
无君”輧輷訛等等，这也就使得其所谓 “正君心”、 “格
君心之非”的高言宏论彻底落空。只有在传教士来
华后，中国人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处于君权

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有这样一种可以制约君权的制

度。由此可见，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关于 “公是
非于学校”的制度设计，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
传教士所宣传的西方政治观念和制度的启迪和影响

的。

三、关于君臣平等的观念

西方传教士来华前，虽然儒家的等级观念仍占

统治地位，但已产生了以何心隐为代表、主张以友
朋统摄和调节其它四伦的 “天下统于友朋”的观
念。万历二十三年 （1595），利玛窦 《交友论》一
书问世，以其宣扬的 “友谊的最高目的境界”而成
为一部轰动士林的著作。其后出版的利玛窦 《天主
实义》一书，更明确地宣传了基督教关于 “上帝面
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说云： “国主于我相为君
臣，家君于我相为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

世人虽君臣父子，平为兄弟耳焉。此伦不可不明
矣！”輨輮訛其说又云，若 “天下无道”、君父 “私子以
奉己”，臣子违逆其意志，不能说是不孝。这些论
述在晚明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主张以 “朋友
之道”去调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关系，将朋
友之间的平等理念渗透到其他四伦之中，成为晚明

思想界的一股新的潮流。同样，这一新思潮对于黄
宗羲思想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他从 “天下为主君为
客”的观点出发，把君臣平等的观念融入其政治哲
学，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君臣观。

1. 从君臣关系的起源来论说 “为天下，非为
君”、 “为万民，非为一姓”的为臣之道，确立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的从政原则。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的 《原臣》一文开篇就

发问道： “有人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
君，可谓之臣乎？曰：否。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
之臣乎？曰：否。夫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资于事
父也；杀其身者，无私之极则也；而犹不足以当

之，则臣道如何而后可？”在黄宗羲看来，传统儒
家宣扬的臣子要善于揣摩君父心思，甚至于 “杀其
身以事其君”的事君之道，是不懂得 “臣道”的表
现： “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
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

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

也。”輨輯訛俗儒、陋儒们宣扬的 “臣道”的最高境界被
黄宗羲痛斥为 “宦官宫妾之心”，是 “私昵者之
事”，这是何等的富有胆识！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 “臣道”呢？黄宗羲从

君臣关系的起源分析指出： “缘夫天下之大，非一
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
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
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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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

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輨輰訛读书人出仕既然是为

天下而非为一姓，所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衡量

天下之治乱应以万民之忧乐为标准： “盖天下之治
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
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
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
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
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輨輱訛以人民的利益为

衡量社会治乱的标准，专制暴政的灭亡是治而不是

乱，专制暴政的兴起是乱而不是治，这一观点又是

何等的富于胆识！

黄宗羲认为，后世人臣不明白这一道理，所以

只知道对君主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 “世之为臣
者昧于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

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

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
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

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虽有诚

臣，亦以为织芥之疾也。”輨輲訛在这里，黄宗羲揭露传

统政治的本质乃是 “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
与 “五四”学者揭露儒家 “民本”的本质是 “视人
民为君主祖传之家产”，具有同样深刻的意义。

2. 既然君臣皆为治天下而设，所以君臣关系应
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共事的关系。
黄宗羲鲜明地提出了 “臣之于君，名异而实

同”的命题。他譬喻说： “夫治天下若曳大木然，
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
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之

前，从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輨輳訛他认为

明代政治的弊病可用 “君骄臣谄，上下隔绝”輨輴訛八

个字来概括，而根源就在于君臣之间的不平等。
“嗟乎！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
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
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

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

之间而以为当然。”他说万历初，明神宗对于张居
正礼遇稍优，虽然这一礼遇还不及古人待师之礼的

百分之一，但道学家们就看不惯了，说 “居正之受
无人臣礼”，然而张居正的过错恰恰就在于他不能
以师傅自待，反而 “听指使于仆妾”，为什么道学
家们却反而指责他 “无人臣礼”呢？ “是则耳目浸
淫于流俗之所谓臣者以为鹄矣！又岂知臣之于君，

名异而实同耶？”輨輵訛如此新颖而大胆的议论，就连他

的学生万斯同也不能接受，万斯同修 《明史》，依

然指斥张居正 “凌上无礼”輨輶訛。
当然，所谓 “平等”，主要是指人格的平等、

政治上的平等，而不是取消行政体制中的等级差

别。对于这一点，黄宗羲并不否认。但他强调，任
何等级都不是绝对的，天子之位决非至高无上，世

人决不应视天子之位过高，天子也只是官僚体制中

的一个职位而已，还有比天子地位更高者。他说：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
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
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
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
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
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
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昔者伊
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
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
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而小儒遂河汉其摄位
之事；……无乃视天子之位过高所致乎!”輨輷訛 这里所

谓 “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是指 “伊尹、
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之事，在这种情况
下，宰相的地位实际上比天子更高；他认为明代政

治体制的最大缺失就在于废宰相， “使宰相不罢，
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

敢不从也”輩輮訛。如果再联系到其 “必使治天下之具
皆出于学校”、皇帝作为学校之 “弟子”须接受太
学祭酒的训诲的制度设计，其所谓 “非独至于天子
遂截然无等级”的说法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3. 既然君臣本为治天下而设，所以就不应以父
子关系比拟君臣关系，讲什么 “移孝作忠”、 “事
君犹事父”。
黄宗羲论君臣关系，从一开始讲不应以事父的

态度事君，到讲君臣关系是一种合作共事的关系，

再到最后讲不应以父子关系比拟君臣关系，走了一

个逻辑的圆圈。显然，反对以事父的态度事君这一
观点，是正统儒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动摇

了传统的家国一体的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要回应
儒者对这一观点的质疑，就必须把父子关系与君臣

关系严格区别开来。对此，黄宗羲写道： “或曰：
臣不与子并称乎？曰：非也。父子一气，子分父之
身而为身。……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
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
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

师友也。夫然，谓之臣，其名累变；夫父子固不可
变者也。”輩輯訛在黄宗羲看来，父子血缘关系之不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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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是不言而喻的；但君臣关系则不然，它是由个人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个人无天下之

责，则与君主为路人；出仕而不以天下为事，就只

是君主的仆妾；出仕而以天下为事，则与君主为师

友；凡此种种，都与父子关系全不相干，所以臣不

与子并称。近代政治学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
血缘情感完全排斥于政治关系之外，黄宗羲的论述

正体现了这一特点。所谓 “臣不与子并称”，不仅
是对传统政治观念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是中国政

治思想史上破天荒地出现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近代命题。
综上所述，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突破了宋儒

以先验的 “天理”来论证皇权的合法性、以 “理之
正”来论证 “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
以 “天地之至理”来论说 “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
之间”的观念，转而从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权利来
论证国家的起源和政治的正义；突破了宋儒以 “王
与天同大”来论证皇权的至上性和传统的 “有治人
而无治法”的特权人治观念，鲜明地提出了 “有治
法而后有治人”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学说；突
破了儒家 “修齐治平”的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限和宋
儒关于 “君臣之际，权不可略重，才重则无君”的
观念，作出了以权力来制衡权力的制度设计；突破

了儒家传统的 “事君如事父”的 “臣道”观念，鲜
明地倡导了体现近代平等原则的新的君臣观。所有
这一切，都与晚明传入的西方政治哲学具有学理上

的内在联系。把这一切如实地揭示出来，对于更全
面地认识明清之际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无疑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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